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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与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
———基于城市生产率与宜居度差异的定量分析

杨　曦①∗

摘　要　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本文定量考察了城市间生产率和城乡劳动力宜居度的差异,研究了

城市规模对城市发展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提升了实

际 GDP和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且影响弹性与政策调整城市的规模

正相关;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人口１００万—３００万的城市

时,农村劳动力福利的变动弹性最高;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人口３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时,实际 GDP和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下降,且城市劳

动力的福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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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政策讨论中,优先发

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这一争议一直存在.优先发展中小城镇的观点认为,
大城市耕地、环境及公共服务的承载力有限,因此通过发展中小城镇既可以

缓解大城市因大量人口流入所形成的城市拥挤,又具备建设资金更少、更容

易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优点.
　

②１
　

与这一观点不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

规模的扩大既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工资收入(Combesetal,

２００９;范剑勇,２００６　

③２
　

;柯善咨和赵曜,２０１４　

④３
　

;王建国和李实,２０１５　

⑤４
　

),又

有助于提高城市中的就业机会(陆铭等,２０１２　

⑥５
　

)、吸引劳动力的迁入(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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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Zhang,２０１７).总体来看,支持优先发展大城市的观点普遍强调了集聚

外部性的作用,并详细考察了城市规模影响城市发展的微观机制.然而,现

有研究可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给定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城

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等城市发展政策在大城市实施的效果与在中小城市实施

的效果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差异? 针对上述问题的定量研究和政策效应评估

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提升中国城市发展政策的经济效率

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发展内嵌于经济转型过程,且与两个重要

背景相关:第一,不同城市的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差异.２０１４年中国２９２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人均产出最高的城市的值是人均产出最低城市的１９７
倍.第二,中国的城镇化受到城乡户籍分割的影响.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使

得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２０１５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２７４亿人.
另一方面,虽然户籍管制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有所松动,但是农民工群体还无法和

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受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导致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

化进程(AuandHenderson,２００６;许政等,２０１０　

①６
　

).因此,在定量评估城市

发展的政策效应时,必须考虑城市间的异质性和户籍分割下城市针对城乡劳

动力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
本文所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基于城市异质性和城乡劳动力户籍差异的背景,

构建包含城乡劳动力迁移和城市间产品贸易的城市空间经济模型.在此基础

上,结合城乡劳动力就业及工资收入数据,定量考察城市异质性和户籍分割

对城乡劳动力迁移及城市规模体系的影响.关于城市规模的决定,现有文献

主要有三个发现:第一,城市规模的扩大内生于经济活动的集聚过程(Fujita
etal,１９９９);第二,城市规模的大小既受到集聚力和分散力的作用(HenＧ
derson,１９７４;Helpman,１９９８),又受到生产率与宜居度等区位特征的影响.
通常而言,生产率越高、自然环境越好、产品贸易越便捷的城市,企业生产

越有优势(Cronon,１９９１),由此形成的初始优势会进一步吸引生产要素的流

入,提高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EllisonandGlaeser,１９９９).同时,城市宜居

度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也会有助于吸引劳动力的流入、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劳

动力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Bayohetal,２００６;夏怡然和陆铭,２０１５　

②７
　
);

第三,劳动力的迁移模式取决于不同城市间实际工资、生活宜居度、劳动力

技能和偏好异质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Glaeseretal,２００１;Rappaport,

２００９),由此影响不同城市的规模分布.与上述发现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给定

中国城乡劳动力工资和就业的空间分布,不同城市间生产率和劳动力宜居度

①
②

　　 　　６ 许政、陈钊、陆铭,“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 外围模式’”,«世界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７期,第１４４—１６０页.
　　 　　７ 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２０１５年
第１０期,第７８—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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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有多大? 户籍分割下不同城市中城乡劳动力的宜居度存在怎样的差别?
城市异质性和户籍分割又会如何影响城乡劳动力的迁移模式和城市规模体系?
本文试图突破现有实证研究难以考察城市异质性与城市规模调整的相互作用

这一局限,在空间均衡的理论框架下针对上述问题做出分析.
本文的第二项工作是从政策效应评估的角度,针对全国经济总量和城乡

劳动力工资及福利水平的可能变动,定量考察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等城市

发展政策的经济效应如何受到城市规模的影响.现有文献认为,户籍分割限

制了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削弱了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Fujitaetal,２００４),
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损失.AuandHenderson(２００６)和王小鲁(２０１０)

　

①８
　

基于集聚

经济与拥挤外部性,考察了城市最优规模的决定.Boskeretal(２０１２)和梁琦

等(２０１３)
　

②９
　从劳动力可移动性出发,分析了户籍管制对人口迁移及城市产业

集聚的影响.上述研究成功解释了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城市规模分布不合

理的原因,但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忽视了户籍政策下城市发展对城乡劳

动力的影响差异和这种差异对劳动力迁移行为的影响,二是未能针对城镇化、
农民工市民化等政策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定量分析.与现有研究不同,
本文首次区分了城乡劳动力因户籍分割所面临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宜居度差异,
将不同劳动力的迁移动机与其户籍特征联系起来,并针对城市发展的政策效

应进行反事实分析.更重要的,现有研究普遍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城市规模

对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效应的影响与城市生产率、劳动力宜居度等

特征的异质性有关,同时受到产品贸易、劳动力移动所形成的空间关联的影

响.因此,基于空间均衡视角研究城市异质性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的政策效应,
可以更好地理解什么样的城镇化更有效率、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应该重点在哪些城市推进等关键问题,进而为因地制宜制定城市发展政

策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首先,研究视角上,从空间均衡和政策效应评估

的角度,针对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国经济总量和城乡

劳动力福利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次,研究方法上,遵循 “理论模型构

建—参数校准—政策反事实分析”的思路,克服了现有研究无法量化分析城

市异质性、难以基于包含城乡劳动力迁移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进行政策效应

评估的问题.最后,研究内容上,基于城市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宜居度的调

整,模拟了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劳动力迁移及工资收入的影响,刻

画了同一户籍劳动力在不同城市间的实际工资差异以及不同户籍劳动力之间

的福利差异.

①
②

　　 　　８ 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第２０—３２页.
　　 　　９ 梁琦、陈强远、王如玉,“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２
期,第３６—５９页.



１６０４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６卷

本文的具体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提出包含城乡劳动力移动和城市异质性

的量化空间经济模型;第三部分结合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对理论模型中的

城市异质性等关键参数进行校准;第四部分针对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可

能影响,进行反事实分析和政策模拟;第五部分讨论城市外部性和劳动力移

动等因素的作用;最后总结全文.

二、理 论 模 型

本部分参照 EatonandKortum(２００２)、AllenandArkolakis(２０１４)和

Redding(２０１６),构建了包含城市异质性、劳动力户籍差异和偏好异质性的量

化空间经济模型.

(一)消费者偏好

考虑户籍组s(s＝r,u)的个人ω,其在城市j的效用Us
j(ω)取决于消费水

平Cs
j(ω)和户籍组s劳动力在城市j的宜居度对效用的影响bs

j(ω):

Us
j(ω)＝bs

j(ω)Cs
j(ω), (１)

Cs
j 以一单位连续产品ψ∈[０,１]的消费加总表示:

Cs
j ＝∫

１

０
(cs

j(ψ))ρdψ[ ]
１/ρ

,　０＜ρ＜１, (２)

其中,c(ψ)为产品ψ的消费数量,参数ρ表示不同产品的替代弹性σ＝１/(１－ρ)

＞１.价格指数为

Pj ＝∫
１

０
(pj(ψ))１－σdψ[ ]

１/(１－σ)
,　σ＞１ (３)

式(１)中,变量bs
j(ω)随机决定,其分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户籍s劳动力

在城市j所面临的宜居度,二是个人ω自身对城市j的偏好程度.定义B
~s
j＝

N－δ
j Bs

j 为考虑城市拥挤外部性后户籍劳动力在城市的宜居度.当城市j的人

口规模Nj 更大时,城市更拥挤,参数δ＞０表示城市拥挤对居民宜居度的影

响弹性,该参数作用于所有劳动力,与户籍特征无关.变量Bs
j 表示户籍s劳

动力在城市j的宜居度,该变量与城市外部性无关,涉及城市j地理特征和城

市j对户籍s劳动力相应提供的公共服务等内容.其他因素不变时,如果城市

j针对户籍s劳动力改善公共服务,则Bs
j 上升,城市j对户籍s劳动力而言更

为宜居.参照现有文献,本文假设bs
j 服从Fréchet分布,分布函数为

Gs
j(b)＝Pr(bs

j ≤b)＝e－B~sjb
－ε,　ε＞１, (４)

如果B
~s
j 上升,则户籍的劳动力在城市j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效用水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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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反映了个人偏好的差异程度,ε下降时,个人偏好差异程度更高.

(二)生产

所有城市任意产品ψ的生产均由完全竞争企业供给.企业生产时雇用农

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产品ψ在城市i的生产函数为ξzi(ℓr
i)β(ℓu

i)１－β,其中ξ
＝ββ(１－β)(１－β)为常数,zi 为该产品在城市i的生产率,ℓr

i 和ℓu
i 表示城市i生

产产品ψ 时农村及城市工人有效劳动力的使用量,０＜β＜１表示农村有效劳动

力的成本支出份额.假设城市i产品ψ 的生产率zi(ψ)随机决定,服从Fréchet
分布且在不同城市间相互独立:

Fi(z)＝e－A~i,z－θ , (５)

式(５)中Fi(z)与产品ψ的特征无关,变量A
~
i＝AiNa

i 反映的是包含集聚外部

性的城市生产率.参数Ai 代表与集聚外部性无关的生产率参数,Ai 越高时,
城市i产品ψ 生产率的期望值也越高.

　

①１０
　

假设给定劳动力要素投入不变时,城

市i的城镇化会提高生产率,参数Ai 因此上升;变量 Na
i 反映的则是城市规

模Ni 对生产率所产生的外部性,a＞０说明集聚外部性会提高城市生产率;
参数θ代表生产率分布的分散程度,θ越小时,城市间产品生产的技术差异程

度越高.给定生产函数,城市i产品ψ 的单位成本可以表示为(wr
i)β(wu

i)１－β/

z,其中wr
i 和wu

i 为农村及城市户籍劳动力的有效工资率.

(三)产品贸易

城市间存在产品贸易.标记城市i与城市j的贸易成本为τij,即城市i每

销售一单位产品ψ 到城市j时,需生产并运送τij单位的该产品,这里τij与产

品ψ 的特征无关.给定产品ψ生产时的单位成本和贸易成本,城市i将产品ψ
销售到城市j时所对应的价格为

pij(ψ)＝τij(wr
i)β(wu

i)１－β
zi(ψ)  (６)

　　城市j的消费者在购买产品ψ 时,选择不同供应商卖到该城市的最低价

格.根据EatonandKortum(２００２),城市i将产品ψ 销售到城市j 的概率πij

可以表示为

πij ＝ A
~
i τij(wr

i)β(wu
i)１－β[ ]－θ

∑
k
A
~
k τkj(wr

k)β(wu
k)１－β[ ]－θ

, (７)

①　　 　　１０ 除劳动力投入以外,其他变量如城市资本投入、基础设施状况、政府治理水平和城市地理特征等变量
均有可能会对城市产出造成影响,本文未对这些变量一一刻画,而是将它们对城市产出的影响综合由生
产率参数Ai 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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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７)中概率πij与产品ψ 的特征无关,因此πij也可以理解为城市j总支出中

用于购买城市i产品的比例,即πij＝Xij/Xj,其中Xij表示城市j 用于城市i
的产品支出,Xj 表示城市j的总支出额.参数θ可以理解为城市间的产品贸

易弹性,由ε＝－Əln(Xij/Xjj)/Əlnτij所定义(Arkolakisetal,２０１２),描述

的是给定其他因素不变时贸易成本τij对相对贸易流量Xij/Xjj的影响.根据式

(６)和式(３)中的价格指数定义,Pj 可以表示为

Pj ＝ζ１ ∑
i
A
~
i[τij(wr

i)β(wu
i)１－β]－θ{ }

－１/θ,　ζ１ ＝ Γθ－σ＋１
θ

æ

è
ç

ö

ø
÷[ ]

１/(１－σ)

＞０,

(８)

其中,Γ()为 Gamma函数.存在产品贸易时,城市j的价格指数Pj 与所有

城市的生产率A
~
i,要素成本(wr

i)β(wu
i)１－β和双边贸易成本τij相关.在CES的

劳动力需求函数下,根据式(７)和式(８),将城市j的价格指数Pj 进一步表

示为

Pj ＝ζ１
A
~
j

πjj

æ

è
ç

ö

ø
÷

－１
θ

τjj(wr
j)β(wu

j)１－β[ ]． (９)

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城市j生产率A
~
j 越高、城市内部贸易成本τjj及要素单位

成本 (wr
j)β (wu

j)１－β越低时,Pj 越低.同时Pj 还取决于城市j 的开放程度,
后者由城市j支出中用于购买本地产品的比例πjj表示,πjj更高时,城市j的

对外开放程度更低,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指数.

(四)劳动力选址决定及预期效用

现在考虑劳动力的选址.标记户籍s劳动力在城市j 的工资收入vs
j 为有

效工资率ws
j 和有效劳动力供给es

j 的乘积(vs
j＝ws

jes
j),其中es

j 外生给定,ws
j

由市场均衡内生决定.这里我们假设户籍组s内部的不同劳动力之间可以完

全替代且不存在技能差异,因此vs
j 只取决于城市j 和户籍s的特征,与个人

特征无关.根据偏好函数式(１),户籍组s(s＝r,u)的个人ω在城市j所面临的

间接效用为

Us
j(ω)＝bs

j(ω)vs
j

Pj
, (１０)

由于存在偏好的异质性,个人效用Us
i(ω)随机决定且分布函数为

Gs
j(U)＝Pr[Us

j(ω)≤U]＝e－vsjU
－ε, (１１)

其中,vs
j＝B

~s
j(vs

j/Pj)ε 说明Us
j 的分布与户籍s劳动力在城市j的实际工资vs

j/Pj

和生活宜居度B
~s
j 相关.若城市j宜居度B

~s
j 或者实际工资vs

j/Pj 更高,则个人



第４期 杨　曦:城市规模与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 １６０７　

在城市j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效用.
基于城市宜居度对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ω 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选址.

基于式(１１),户籍s的个人ω 在所有城市中选择城市j的概率为

λs
j ＝ B

~s
j(vs

j/Pj)ε

∑
k
B
~s
k(vs

k/Pk)ε
, (１２)

λs
j 与ω 无关,只取决于城市j宜居度和实际工资变量vs

j＝B
~s
j(vs

j/Pj)ε 相对于

全国所有城市υs
j 之和的比值,因此λs

j 也反映了户籍s劳动力在城市j的分布

比例,即λs
j＝Ls

j/Ls,其中Ls
j 为户籍s的劳动力在城市j的就业数,Ls 为户籍

s的劳动力总就业数.
由于Us

j(ω)服从随机分布,空间均衡时,个人在不同城市选址时的预期

效用相等且满足:

Us
j ＝Us ≡ζ２ ∑

j
B
~s
j(vs

j/PJ)ε[ ]
１
ε ,　ζ２ ＝Γε－１

ε
æ

è
ç

ö

ø
÷, (１３)

其中,ζ２ 为非负常数,预期效用Us 与个人ω 的特征无关,只与户籍特征s相

关,表示为各城市户籍s劳动力实际收入vs
j/Pj 和宜居度B

~s
j 的函数,而式

(１３)也反映了户籍组s劳动力在空间均衡时的预期福利水平.

(五)市场及空间均衡

市场均衡时,以下条件满足:首先,城市j的总产值Yj 用于支付该城市

所有劳动力的工资vr
jLr

j＋vr
jLu

j,其中户籍s(s＝r,u)劳动力的个人收入vs
j＝

ws
jes

j 为有效工资率ws
j 与有效劳动力供给es

j 的乘积.其次,根据城市生产函

数和劳动力市场出清,城乡劳动力的工资支付比例为 wr
jer

jLr
j/(wu

jeu
jLu

j)＝

β/(１－β).再次,产品市场出清,故城市i的总产值Yi 为其在不同市场上的

销售收益之和,即Yi ＝ ∑
j
Xij,其中Xij为城市j对城市i的支出额.由于城

市j总支出额Xj 和贸易比例πij由式(７)给出,Xij＝πijXj 成立.最后,贸易

均衡,城市j的总产出额Yj ＝∑
i
Xji 与该城市的总支出额Xj ＝∑Xij 一致,

而后者的来源为城市j的劳动力总收入vr
jLr

j＋vr
jLu

j.
空间均衡时,劳动力选址概率满足式(１２),而该概率也反映了户籍s的

劳动力在城市j的分布比例(λs
j＝Ls

j/Ls).城市j的人口规模为该城市城乡劳

动力就业数的总和(Nj＝Lr
j＋Lu

j).最后,劳动力的迁移使得不同户籍劳动力

的预期效用水平由式(１３)表示,此时预期效用与迁入地的特征无关.
综上,均衡时的劳动力有效工资率{wr

i,wu
i}、空间分布比例{λr

i,λu
i}、城

市间产品贸易份额{πij}和城市规模{Ni}由以下方程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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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ier

iλr
i ＝ ∑

j
πijwr

jer
jλr

j,　
wr

ier
iλr

iLr

wu
ieu

iλu
iLu ＝ β

１－β
, (１４)

πij ＝ AiNα
i τij wr

i( )β wu
i( )１－β[ ]－θ

∑
k
AkNα

k τkj wr
k( )β wu

k( )１－β[ ]－θ
, (１５)

λr
i ＝

Br
iN

αε
θ－δ
i A

ε
θ
iπ

－ε
θ
ii (λr

i)－β１(λu
i)β１

∑
k
Br

kN
αε
θ－δ
k A

ε
θ
kπ

－ε
θ
kk(λr

k)－β１(λu
k)β１

,　β１ ＝ (１－β)ε, (１６)

λu
i ＝

Bu
iN

αε
θ－δ
i A

ε
θ
iπ

－ε
θ
ii (λr

i)－β２(λu
i)β２

∑
k
Br

kN
αε
θ－δ
k A

ε
θ
kπ

－ε
θ
kk(λr

k)－β２(λu
k)β２

,　β２ ＝βε, (１７)

Ni ＝λr
iLr＋λu

iLu． (１８)

三、参 数 校 准

本部分基于前文的理论模型,对中国不同城市的生产率和城乡劳动力宜

居度等重要参数进行校准,定量研究城市间的异质性程度.

(一)样本数据及特征性事实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一个随机抽样

子样本,占该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总数的１/５左右.研究中所使用到的是各

城市中按户籍分组所得到的劳动力就业总数及平均工资.本文以其中２６４个

地级市的调查数据作为分析对象,该样本占所有地级市调查数据库样本的

９３７％.在界定劳动力时,考虑年龄在１６—６０周岁、且在当年１０月２５—３１
日期间为取得收入而从事一小时以上劳动的个体样本,包括居住地和户口登

记地相同的居民以及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相同的流动劳动力.该年调查了

个人的劳动收入,因此本文将劳动力的月收入作为工资的近似指标.考虑到

不同城市的最低工资在２３５—６９０元,删除了调查中月收入低于２５０元的样

本,最终得到８４６７５９个个体观测样本,其中农村(城市)劳动力占样本总数的

７４３％(２５７％).各省市人口调查的抽样比例存在差异,故以各城市子样本

人口数占当年城市常住人口的比值为权数,计算城乡劳动力就业数和平均

工资.
为了反映城市规模差异,本文依据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调整城市

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及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城区常住人口数

据,将２６４个城市样本划分为六类:第一类为城区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上的超大城

市,包括上海、北京、重庆、天津、广州和深圳,第二类为城区人口在５００
万以上、１０００万以下的特大城市,分别为武汉、东莞、成都、佛山、南京、
西安、杭州、沈阳、哈尔滨、汕头,第三类为城区人口在３００万以上、５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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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I型大城市,涉及２１个地级市,第四类为城市人口在１００万以上、３００
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涉及１０１个地级市,第五类为城区人口在５０万以上、

１００万以下的中等城市,涉及９１个地级市,第六类为城区人口在５０万以下的

小城市,涉及３５个地级市
　

①１１
　

.
表１列出了不同城市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及就业情况.在人口规模超过３００

万的大城市中,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占比高于就业占比,其他城市相反.上海

等六个超大城市的收入占比是这些城市就业占比的１７倍,而中小城市的收

入占比低于就业占比约３０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约有６０％的就业分布于人口

１００万—３００万的II型大城市和５０万—１００万的中等城市,城市劳动力的就

业主要分布在超大城市 (占比２２２％)和１００万—３００万的II型大城市 (占
比２９％).所有城市中,超大、特大及I型大城市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均显著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II型大城市的工资最接近全国平均值,而中小城市的城乡

劳动力工资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１０％—２０％.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上的超大城市

中,城乡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约为中小城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工资的２倍.

表１　农村及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数据描述

城市规模
工资占比

(％)
就业占比

(％)
农村劳动力

就业占比(％)
城市劳动力

就业占比(％)
农村劳动力

相对工资

城市劳动力

相对工资

超大城市 ２４２６ １４２２ １０９４ ２２１８ １８５５ １９６２
特大城市 １７１５ １３８６ １２４９ １７１８ １４８６ １３７６

I型大城市 １５４９ １３８３ １３３７ １４９４ １３６４ １２７８

II型大城市 ２８８６ ３７９３ ４１６１ ２９０１ ０９６８ ０９６１
中等城市 １１２６ １６０６ １７２５ １３１８ ０８７２ ０８８８
小城市 ２９８ ４０９ ４３４ ３５０ ０９０２ ０９４８

　　注:表中数值基于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子样本和城市规模划分计算得到.

(二)外生参数设定

在对城市生产率和宜居度进行参数校准前,首先需要对重要变量的数据

和结构参数的设定进行说明.本文从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可观测到各城市城

乡劳动力的就业量Ls
i 和平均工资vs

i,因此各城市户籍s(s＝r,u)的劳动力在

全国的就业占比λs
i 由λs

i＝Ls
i/Ls 直接得到.需要设定的结构参数如下:(１)农

村劳动力的收入占比β.标记Yr ＝∑
i
∑
ω
yr

i(ω)为农村劳动力收入总和,Yu ＝

∑
i
∑
ω
yu

i(ω)为城市劳动力收入总和,则β＝Yr/(Yr＋Yu)表示农村劳动力的

收入占比.本文基于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所得到的数值为β＝０５１.(２)各城市

①　　 　　１１ 本文样本数据库只覆盖地级市层面,无法得到县级市层面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和工资数据,因此小城市
的划分中未能涉及县级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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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劳动力人均有效供给es
i.标记Yi＝∑

s
∑
ω
ys

i(ω)为城市i的总收入、ws
i＝

∑
ω
ys

i(ω)/Ls
i 为城市i户籍s劳动力的平均有效工资,则该城市农村和城市劳

动力的人均有效供给分别由er
i＝βYi/(wr

iLr
i)和eu

i ＝(１－β)Yi/(wu
iLu

i)得到.
(３)贸易弹性参数θ.依据SimonovskaandWaugh(２０１４)的研究结果,设定

θ＝４.(４)劳动力供给相对于实际工资的变动弹性ε.Bryanand Morten
(２０１５)对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现,两国劳动力供给弹性值均在３左右.
由于本文未找到针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相对于实际工资变动弹性的定量研究,
故假设ε＝３.(５)贸易成本τij.现有文献一般基于城市地理距离计算贸易成

本,首先根据城市经纬度信息,计算城市间的空间球面距离dij(i≠j),同一

城市内部的空间距离dii则由公式dii＝２ Si/π/３≈０３７６ Si计算得到,其中

Si 代表城市i的城区面积,其次将贸易成本设定为τij＝dϕ
ij,参照 Limãoand

Venables(２００１)的结论,城市距离对贸易成本的作用弹性ϕ设定为ϕ＝１/３.
(６)城市集聚外部性参数α和拥挤外部性参数δ,参照 AllenandArkolakis
(２０１４),设定α＝０１、δ＝０３.

(三)关键参数校准结果

本文基于方程组式(１４)—(１８)对城市生产率和城乡劳动力宜居度进行参

数校准,表２列出了不同城市的校准结果
　

①１２
　

,基本发现为:第一,城市规模

与生产率外生参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使控制了集聚外部性,超

大城市的生产率依然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II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生

产率参数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考虑集聚外部性,则城市间的生产率异

质性会进一步提高;第二,就农村劳动力而言,II型大城市的宜居度显著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超大城市中,只有重庆的农村劳动力宜居度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扣除该市后,北上广等其他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宜居度均远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这一结果既反映了北上广等超大城市针对农村劳动力公共服务的

严重缺失,又表明城市生产率异质性所形成的实际工资差异恰恰是影响农村

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因素;第三,城市劳动力的宜居度参数与城市规模之间呈

现显著正相关,人口３００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及I型大城市中,城市劳动力宜

居度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小城市中的城市劳动力宜居度显著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宜居度的异质性在城市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

作用.

①　　 　　１２ 限于篇幅,本文此处未详细列出２６４个城市生产率及宜居度参数的校准值,详细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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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城市生产率和宜居度外生参数的校准结果(按城市规模分类)

城市规模
参数校准结果

城市生产率Ai 农村劳动力宜居度Br
i 城市劳动力宜居度Bu

i

超大城市 ２４１４０ ３４１０ ５９２０
超大城市(重庆除外) ２８８８８ ００８８ ５９６８

特大城市 ４４９７ ０７１８ ６１１２

I型大城市 １６６１ ０４４９ １３２０

II型大城市 ０２３５ １３９１ ０５７３
中等城市 ００９１ ０７７４ ０８３９
小城市 ０１７９ ０３３２ ０２０７

　　注:(１)本表按城市规模分类,列出了不同城市生产率和城乡劳动力宜居度的校准值相对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比值;(２)表中城市生产率和城乡劳动力宜居度的校准参数只反映城市经济地理特征的差异,
未包括集聚外部性和拥挤外部性的影响.

四、反事实分析

本部分模拟不同政策调整对城市工资水平和人口分布的影响.基于前文

理论模型,假设城镇化使得城市生产率的外生参数上升,而农民工市民化则

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生活宜居度.在此基础上,参照 Dekleetal(２００７)的反

事实分析方法,研究城市异质性及城市规模如何影响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

的经济效应.

(一)空间均衡调整

考虑政策变动前后的空间均衡.对于任意变量x,定义x′为政策变动后

该变量的值,该变量的相对变动为x̂＝x′/x.政策变动后所对应的空间均衡由

以下方程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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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λ̂r

i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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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β(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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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９)表示城乡劳动力有效工资率的变动,单位劳动力有效供给{er
i,eu

i}外生

不变,故劳动力有效工资率与人均工资收入的变动比例相同,式(２０)表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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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间贸易比例的变动,式(２１)和式(２２)表示城乡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变动,变

量 N̂i 表示城市i人口规模的变动,为该城市农村和城市劳动力数目变动的加

权平均,权重为该城市中城乡劳动力数的构成.定义sr
i＝Lr

i/Ni 为城市i中农

村劳动力的就业占比,则 N̂i 可以表示为:

N̂i ＝λ̂r
isr

i ＋λ̂u
i(１－sr

i)． (２３)

(二)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与 GDP变动

为便于量化分析政策效应,本文对反事实分析的政策调整内容设定如下:
首先假设在城镇化所涉及的城市,生产率外生参数上升１０％,而这些城市的

其他外生变量以及其他城市的相关变量均保持不变.其次,引入农民工市民

化,农村劳动力宜居度外生参数上升１０％,其他变量则保持不变.

标记全国 GDP为Y,表示为不同城市 GDP的加总 (Y ＝ ∑
i
Yi).城市i

的GDP (Yi)由该城市城乡劳动力的收入总和表示 (Yi ＝ ∑
s＝r,u

Ys
i),其中户籍s

劳动力在城市i的收入总和Ys
i 为工资收入vs

i 和就业人数Ls
i 的乘积 (Ys

i＝

vs
iLs

i).全国 GDP的变动 (Ŷ)表示为城市 GDP变动 (Ŷi)的加权平均:

Ŷ ＝ ∑
i

Yi

YŶi ＝ ∑
i

Yi

Y∑
s

Ys
i

Yi
Ŷs

i ＝ ∑
i

Yi

Y∑
s

Ys
i

Yi
ŵs

iL̂s
i, (２４)

其中,Yi/Y 为城市i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城市iGDP的变动Ŷi 则是该城市

城乡劳动力收入变动Ŷs
i(s＝r,u)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城市中不同劳动力的收

入占比(Ys
i/Yi).

表３给出了全国 GDP变动率的反事实分析结果.表中列出了政策调整所

属的城市规模,第(１)列和第(３)列表示的是全国名义 GDP变动的百分比.结

果表明,城镇化发生在人口３００万以上的城市时,全国的名义 GDP上升.相

反,城镇化发生在３００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时,全国的名义 GDP
下降.如果引入农民工市民化,那么该变化发生在人口１００万以上的中小城

市时,名义 GDP的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而该变化发生在其他城市时,名义

GDP进一步上升.
为了更准确地评估政策调整在不同城市实施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本文进

一步做了两项工作:首先,基于产品贸易和劳动力迁移的调整,计算不同城

市价格指数的变动,并加总得到全国实际 GDP的变动率,见表３第(２)和第

(４)列.结果显示:考虑到价格指数调整后,城镇化始终提高了全国的实际

GDP,而农民工市民化并非总是能提高实际 GDP,取决于政策调整城市的规

模特征.人口３００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中,农民工市民化会削弱

城镇化对实际 GDP的提升作用.相反,人口３００万以上的大城市中,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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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会增强城镇化对实际 GDP的提升作用.

表３　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与全国 GDP的变动

政策调整城市的

所属规模

城镇化

(１)
名义 GDP变动率

(％)

(２)
实际 GDP变动率

(％)

　

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

(３)
名义 GDP变动率

(％)

(４)
实际 GDP变动率

(％)

超大城市 １４５７ ０８８６ ２２８５ １２０５
特大城市 ０４９３ ０４２９ ０７１４ ０４９２

I型大城市 ０３３４ ０４０３ ０４８６ ０４４２

II型大城市 －２２７１ ０５５９ －２１３１ ０３３８
中等城市 －０８２８ ０１４２ －１２０９ ０００５
小城市 －０３０４ ００３７ －０４９６ ０００４

　　针对上述结果的解释如下:城镇化通过提高城市生产率外生参数,产生

了两种效应:首先,政策调整城市的生产率提高,本地产品平均价格下降.
其次,产品贸易使得城市间相互关联.对于未发生政策调整的城市而言,这

些城市中用于购买来自政策调整城市的产品支出比例会上升,由此也会降低

这些城市的价格指数.与之不同的是,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在

相关城市的宜居度,影响劳动力迁移.给定实际 GDP是城乡劳动力在所有城

市实际工资的加总,该变量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与劳动力空间分布的调整

和城市间实际工资的差异相关.相比其他城市,人口３００万以下的城市中,
农村和城市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均更低.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这些城市

时,从全国范围来看,劳动力将由实际工资更高的城市迁移至实际工资更低

的城市,由此导致全国实际 GDP的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表３第(２)列中,II型大城市的城镇化使得全国实际 GDP

上升约０６％,而特大城市的城镇化只能使实际GDP上升约０４％.形成这一

差异的一个关键原因是,II型大城市在全国经济中的权重远超过特大城市.
　

①１３
　

为

了更准确地比较不同城市的政策效应差异,本文所做的第二项工作是,控制

政策调整城市在全国经济中的权重,考虑不同城市所发生的政策调整对实际

GDP的影响弹性.具体地,通过对城市层面所发生的外生参数变动率进行折

算,将政策调整城市的外生生产率或农村劳动力宜居度参数的变动率乘以这

些城市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由此得到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在相关城市实

施所形成的生产率(农村劳动力宜居度)参数在全国层面的变动率,进而计算

全国实际 GDP变动率相对于相关外生参数在全国层面的变动率的比值.
图１描述了全国实际 GDP在不同政策情形下的变动弹性.结果显示,全

国实际 GDP对城镇化的变动弹性始终为正值,但随着政策调整城市的规模下

①　　 　　１３ 表１中II型大城市收入(就业)占全国的２９％(３８％),而特大城市收入(就业)只占全国的１７％(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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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实际 GDP的变动弹性依次降低.与表３第(２)列相比,通过控制不同城

市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权重,II型大城市对全国实际 GDP的提升作用下降,特

大及I型大城市对全国实际GDP的提升作用上升,超大城市对实际GDP的提

升作用始终远高于其他城市,而中小城市对实际 GDP的提升作用则明显低于

其他城市.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来看,实际 GDP变动弹性的符号与政

策调整城市的规模特征相关.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３００万以上的城市时,实

际 GDP变动弹性符号为正,且弹性值随着变动城市的规模上升而提高.相

反,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３００万以下的城市时,实际 GDP的变动弹性符号为

负,且弹性值稳定在－００６和－００８之间.因此,其他因素不变时,农民工

市民化在人口３００万以下城市的实施并不利于提升实际 GDP,相反人口３００
万以上城市的政策调整对实际 GDP的影响更显著.

图１　全国实际 GDP对不同城市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变动弹性

(三)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与劳动力工资和福利

本节分析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和预期效用的变动弹性.与实际工资的变

动弹性主要取决于城市间实际工资和劳动力分布的差异不同,预期效用刻画

了宜居度以及城市外部性对劳动力的影响,更好地反映了福利水平的变动.
表４说明了城镇化在不同城市实施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大城市的城镇

化对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影响弹性显著高于中小城市;其次,随着政策调

整城市的规模下降,农村劳动力预期效用的变动弹性先上升后下降,II型大

城市城镇化时农村劳动力预期效用的影响弹性(０２９)最高,分别是超大城市

和小城市城镇化时农村劳动力预期效用影响弹性的２３倍和１１倍,相反,
城市劳动力预期效用的变动弹性随政策调整城市的规模下降而降低,超大城

市城镇化对城市劳动力预期效用的影响弹性(０５４)分别是II型大城市和小城

市城镇化对城市劳动力预期效用影响弹性的４２倍和３３倍;最后,城镇化

发生在人口３００万以上的城市时,城市劳动力预期效用的变动弹性更高,而

城镇化发生在其他城市时,农村劳动力预期效用变动弹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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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城镇化对城乡劳动力工资及福利的影响弹性

政策调整所属的

城市规模

农村劳动力

实际工资 预期效用
　

城市劳动力

实际工资 预期效用

超大城市 ０２９６ ０１２５ ０９７９ ０５４２
特大城市 ０３１３ ０２３１ ０３０６ ０３３５

I型大城市 ０３１８ ０２４３ ０２６２ ０２８２
II型大城市 ０２３１ ０２８５ ００５６ ０１２９
中等城市 ０１４１ ０２５１ ００３１ ０１５３
小城市 ０１３０ ０２５７ ００４８ ０１６２

　　接着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对劳动力工资和福利的效应,结果如表５所示.
与前文分析结果类似,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影响弹性的符号

也与政策调整城市的规模特征相关.超大、特大及I型大城市政策调整对城乡

劳动力实际工资影响弹性的符号为正,而II型大城市及中小城市政策调整对

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影响弹性的符号为负.农民工市民化始终提升了农村劳

动力的预期效用,并且随着政策调整城市的规模下降,农村劳动力预期效用

的变动弹性先上升后降低.城市劳动力预期效用变动弹性的符号则与政策调

整城市的规模特征相关,超大、特大及I型大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劳动

力预期效用影响弹性的符号为正,而II型大城市及中小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对

城市劳动力预期效用影响弹性的符号为负,此时城市劳动力并未从政策调整

中受益.虽然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II型大城市时,农村劳动力预期效用变动

弹性最高,然而城市劳动力的预期效用却下降.相反,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

人口３００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及I型大城市时,农村和城市劳动力预期效用均

上升.因此,从对劳动力福利的影响来看,在人口３００万以上的城市推进农

民工市民化是城市发展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表５　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劳动力工资及福利的影响弹性

政策调整所属的

城市规模

农村劳动力

实际工资 预期效用
　

城市劳动力

实际工资 预期效用

超大城市 ００５９ ０２３３ ０４０４ ０１７１
特大城市 ００４８ ０３１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３

I型大城市 ００４２ ０３３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II型大城市 －００１８ ０３７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６５
中等城市 －００５９ ０３５２ －０１１４ －００５１
小城市 －００６３ ０３５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６

五、进一步讨论

本部分针对相关理论机制做进一步分析,主要考察城市外部性和劳动力

的空间迁移如何影响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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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外部性的影响

首先考察集聚外部性和拥挤外部性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假设无城市外部

性的情形,将方程组式(１９)—(２５)中参数α和δ的值均设定为０,表６列出了

相关变量的变动弹性.与图１相比,超大、特大及I型大城市的城镇化、农民

工市民化对实际 GDP的影响弹性上升,而II型大城市及中小城市的城镇化、
农民工市民化对实际 GDP的影响弹性下降.城镇化或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超

大城市时,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变动弹性在无城市外部性情形下均

更高.此外,城市拥挤外部性的存在,会弱化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城镇化、农

民工市民化的福利提升效应,强化II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农民工

市民化的福利提升效应.虽然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人口３００万以下的城市时,
城市劳动力的平均福利水平始终下降,但是城市外部性的存在部分抵消了这

一政策对城市劳动力福利的负面影响.

表６　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无城市外部性情形)

政策调整

内容

政策调整所属的

城市规模
实际 GDP

农村劳动力

实际工资

城市劳动力

实际工资

农村劳动力

预期效用

城市劳动力

预期效用

城镇化

超大城市 ０６５４ ０２９６ １０４３ ０１６０ ０６８１

特大城市 ０３１０ ０３１７ ０３０３ ０２６０ ０３６３

I型大城市 ０２９３ ０３２４ ０２６０ ０２４９ ０２７７

II型大城市 ０１４２ ０２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２７８ ００９５

中等城市 ００７８ ０１３４ ００１７ ０２１８ ０１１０

小城市 ００７９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３ ０２１７ ０１０６

农民工市

民化

超大城市 ０２４８ ００６２ ０４５４ ０２８３ ０２５８

特大城市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５ ０３４９ ００７４

I型大城市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４ ０３３９ ００２１

II型大城市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７ －０１１４ ０３６３ －００８９

中等城市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７ ０３１４ －００８０

小城市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１ －０１１８ ０３０５ －００８１

(二)劳动力移动的作用

本小节以城镇化为例,比较存在劳动力移动和不存在劳动力移动时,城

市发展政策调整对实际 GDP及劳动力工资和福利的影响差异.通过比较表７
和前文结果,可以发现:(１)无劳动力移动时,超大、特大和I型大城市的城

镇化对实际 GDP的影响弹性更低,而其他城市的城镇化对实际 GDP的影响

弹性更高.(２)从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变动弹性来看,超大、特大和I型大

城市的城镇化在劳动力自由移动时的影响更大,说明这些城市的政策调整在

劳动力自由流动时更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与之不同的是,中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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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城镇化在劳动力不能移动时的影响更大.(３)无劳动力移动时,超大城市

的政策调整对城乡劳动力预期效用的作用弹性最大,同时相比劳动力移动情

形而言,城乡劳动力预期效用的变动弹性分别上升１５和３２倍,说明存在

城市拥挤时,劳动力移动削弱了超大城市政策调整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表７　无劳动力移动时城镇化的经济效应

政策调整所属的

城市规模
实际 GDP

农村劳动力

实际工资

城市劳动力

实际工资

农村劳动力

预期效用

城市劳动力

预期效用

超大城市 ０４０１ ０２８３ ０５３１ ０３１２ ０５２５
特大城市 ０２８２ ０２７７ ０２８９ ０２４２ ０３０２

I型大城市 ０２６８ ０２７６ ０２５９ ０２４６ ０２６７

II型大城市 ０１９２ ０２２５ ０１５７ ０２５１ ０１８５
中等城市 ０１７０ ０１９２ ０１４５ ０２４２ ０１９５
小城市 ０１７６ ０１９０ ０１６０ ０２４２ ０２０３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包含城市异质性和城乡劳动力迁移的空间经济模型,定量分析

了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对实际 GDP和城乡劳动力工资及福利水平所产生的

经济效应,探讨了城市异质性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政策的可能启示.本文的主

要研究结论如下:(１)中国不同城市间在生产率和城乡劳动力宜居度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这一特征在控制了城市外部性后依然成立.大城市生产率显著高

于中小城市.农村劳动力宜居度在人口１００万—３００万的II型大城市中最高.
在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上超大城市中,除重庆以外,农村劳动力宜居度均显著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劳动力宜居度则与城市规模之间显著正相关.(２)从实际

GDP和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变动来看,城镇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为正,并且

随着政策调整城市的规模下降而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则依赖于政

策调整城市的规模特征,存在劳动力的空间重置效应时,农民工市民化在人

口３００万以下城市的推进不会对实际 GDP和实际工资产生积极作用.(３)从

福利变动来看,由于存在城市拥挤外部性和城乡劳动力宜居度的差异,城镇

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人口１００万—３００万的城市时,农村劳动力的福利变

动弹性最高.对于城市劳动力来说,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福利效应均随

着政策调整城市的规模下降而降低,同时,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人口３００万

以下的城市时,城市劳动力福利水平出现下降.
本文丰富了中国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同时有助于

理解城市异质性对劳动力迁移和空间均衡的影响机制.对于如何利用城镇化

和农民市民化、更好地发挥城市发展政策的效果而言,本文的研究也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从政策含义来看,本文表明,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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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基于城市异质性的客观事实,制定因地制宜的政策,促进不同城市协调

发展,又要从空间均衡的视角出发,充分考虑城市发展政策对劳动力等生产

要素空间配置的影响,提高要素空间移动的效率.具体地,对于人口３００万

以上的城市来说,城市发展政策除了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还需要注重改善

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公共服务,提高农村劳动力在这些城市的生活宜居度,形

成包容性的城市发展.对于人口３００万以下的城市来说,如何利用城镇化形

成集聚经济则是城市发展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最后,实际 GDP与劳动

力实际工资和福利的定量分析结果均显示,在人口３００万以上的城市中推进

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发展政策和户籍制度改革需要重点关注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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